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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

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形态的不断演变中，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也随

之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经过历史的过滤投射并作用于当下中国。从动态、宏

观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进行综合性考察，科学地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演变的规律，

把握其内在的连续性发展和创新性变革，从而透视历史中国与当下中国的联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当

代中国及未来中国。本刊邀请五位相关领域学者，就宋代以来社会阶层的发展演变、明清时期国家

和社会的早期转型及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影响社会结构的国家制度设计等展开讨论，以期

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为相关研究推向深入提供思考和

启发。

宋代“富民社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林文勋 （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教授） 黎志刚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副教授）

历史总在不断变化发展，古往今来，分析和研究历史的变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对于中国

古代社会的发展变动，历代曾有不少分析与总结。其中，明人陈邦瞻的一段话常为大家引述，他说

道：“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

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①陈邦瞻这段话至少告诉我们

他对明以前社会的认识：古代社会处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宋代处于我国古代

一个大变动的历史阶段，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由宋至明的社会是同一个历史阶段，而这个阶

段的社会到他所处的时代仍没有发展到顶点。那么，如何认识宋代社会的变动以及由宋而降的中国

社会，就成为我们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唯物主

义强调，历史的发展变化最关键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科学揭示和把握一个时代的变动，就必须认

真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如何开展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呢？在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是阶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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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 1《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1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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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我们的分析就从宋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开始。

征诸史籍，宋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崛起了一个新兴的“富民”阶层，史书中有时

写作“富室”“富家”“富户”“富人”“富姓”，有时表述为“多赀之家”，也有“大姓”“右族”“望族”

“豪族”，甚至“兼并之家”等写法。尽管称谓不同，但其崛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宋人苏辙

认为，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① 南宋人叶适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

之所赖也。”②这表明，“富民”的崛起是当时不争的社会事实。

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显著特征———拥有财富而没有

特权。“富民”依靠财富和文化教育维持家道，这样一个阶层的崛起，重塑了当时社会的多方面关系。

在经济关系方面，“富民”拥有财富特别是土地但没有特权，尽管他们富有甚至田连阡陌，但与无地小

农一样，“同是一等齐民”。③ 这样的情况决定了他们不能凭借强权抑良为贱，而只能采取经济手段，

将自己占有的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小农耕种，以此收取地租，结成一种契约租佃关系。对此，南

宋朱熹曾经描述道：“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

主生借谷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

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④不难看出，宋代契约租佃关系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地位

的最终确立，实与“富民”阶层的崛起紧密相关。换言之，“富民”阶层的崛起，推动了契约租佃制的

盛行及其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富民”阶层的崛起，使其迅速成为社会的中间层和稳定层。一方面，

“富民”成为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突出反映在宋代衙前里正等职役的推行上。《宋史·食货

志》载：“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

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搯等人，各

以乡户等第定差。”⑤确定了“以乡户等第定差”的基本原则。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诏令：“两京、诸
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

役。”⑥再次强调以人丁物力定差，之后推行的保甲制也对相应人员的财产标准等方面做了要求，如

充任小保长者须是主户中“有才干、心力者”，充任大保长者须是主户中“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

充任保正副者须是主户中“最有行止、心力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二人”，⑦从而使得“富民”成

为国家职役的主要承担者。另一方面，国家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人曾说：“自汉至唐，

犹有授田之制……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⑧马

端临也指出：“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⑨政府的职能从过去的直接以政治权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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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转而变成为土地买卖提供法律保护，即“司契”。针对这种情况，宋人袁采指出，当时“官中条

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①表明如何通过立法保障土地交易的进行已成为政府

的重要职能。由于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既存在相互依存利用的一面，又存在矛盾斗争的一面，导致

宋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呈现多种样态。

在社会关系方面，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紧密相关，阶层的变化往往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又反过来

促进着社会流动。“富民”阶层的崛起，极大冲击了贫富贵贱的旧结构，使“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②

由于贵者未必富、富者未必贵，富、贵、贫、贱不再处于稳定状态，而是不断地转化运动起来，成为引人

注目的社会现象。宋人张载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③黄震说：“贫富久必易

位。”④辛弃疾也指出：“千年田换八百主。”⑤袁采则反复强调“富贵盛衰，更迭不常”“富儿更替做”，⑥

并在其家训中指出：“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⑦富、贵、贫、贱的不断转化成

为“富民”群体和士大夫家族治家考虑的核心问题，同时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贫富贵贱的分离过

程。可以说，“富民”阶层既是宋代社会流动的结果，又反过来成为社会流动加速演进的重要推动力，

从而使宋代社会呈现巨大的流动性与活力。

在社会价值取向方面，整个社会一改过去抑制和打击“富民”的主张，呼吁保护富人、依靠富人，

形成了极富时代性的“保富论”。赵宋王朝一建立，开国之君便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⑧

从富人承担国家赋税的方面强调富人的重要性。南宋叶适批判了“俗吏”对“富民”进行打击的做

法。他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

以为治也。”并同时强调：“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

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⑨他认为，“富民”在底层社会起到了一种中心的作用，离开了这一阶层，社

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很难正常运行。有学者认为，这种言论在当时具有超前性。实际上，这并非超前，

而是“富民”阶层崛起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反映。

有论者认为，我们以“富民”这样一个阶层的角度分析宋代的社会结构，是将多样而复杂的历

史简单化了。应该说，多样性与复杂性是历史的常态，更是社会转型和演进变迁的常态。对于传

统社会来讲，编户齐民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不弄清楚编户齐民的演进、变化和发展，就

不可能准确把握中国的传统社会。古代编户齐民的演进先是从上古三代部族社会解放出来，尔后

又经历了从“豪民”到“富民”再到“市民”的演变。就像不解剖、不理解“豪民”就不能解构汉唐社

会，不研究“市民”就不能解构近代社会一样，不研究清楚“富民”就不能解构唐宋以来的社会。

“富民”阶层在贫富贵贱空前分化的社会流动中产生，又反过来参与并推动着社会的快速流动，从

“富民”角度解构唐宋以来的中国社会，具有多层面考察社会演变的价值与意义，有助于从整体上

认识和把握社会全貌。所以，立足于“富民”阶层研究宋代社会，并非是把多样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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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从多层面解构宋代社会关系。正因如此，“富民”阶层是解构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一把关键

钥匙。

由此可见，宋代社会“富民”阶层已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富民”阶层崛起最

重大的意义，就是重塑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宋代形成了一

个崭新的社会———“富民社会”。

二

分析宋代的社会结构，既要从宋代本身来看，也要将其置于元明清几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放

在元明清的历史过程中来看，“富民”阶层的成长壮大一直是贯穿历史的一条主线。明人于慎行曾指

出：“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

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夕也。”①在江南的松江地区，“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

衣，足穿嵌金皂靴，而宫室用度，往往逾制。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② 可见，元代

轻刑薄赋的政策，使江南“富民”得以保存并壮大起来。明代，“富民”阶层进一步发展壮大，特别是

江南地区的“富民”阶层表现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明人靳学颜曾说：“臣窃闻江南富室

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③正因为如此，时人王世贞曾指出：“盖

东南者，国根本也。富民者，东南所恃以雄者也。”④这一时期，除靠经营土地致富的“富民”群体财力

壮大外，在工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富民”群体显著增多，尤其是几大商帮足迹

遍至全国乃至国外，足见其财力和影响力。因此，明人李豫亨就指出：“富民，国之元气，为人上者当

时时培养。”⑤思想家丘濬也说：“诚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是则富

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所赖焉。”⑥清代，“富民”继续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清人魏源直

接指出：“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将“富民”的作用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地步。

他借用《周官》保富之说，把“富民”说成是“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

大饥馑，皆仰给焉”。⑦ 黄中坚根据对当时社会的观察，指出：“今之承事于官者，率富民也。”⑧可以

说，“富民”阶层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未曾改变。

颇能说明“富民”阶层一直处于社会关系核心地位的是历代的改革。从北宋到南宋，再历元明

清，各代均推行了一些改革。虽然各次改革涉及的内容有多有少，范围不同，影响不一，但始终有一

条贯穿的主线，那就是力图调整国家与“富民”的关系。北宋曾推行千步方田法，清丈田亩以均平赋

税。但是，这种清丈田土的方法，最终在“富民”阶层和一些官僚的反对声中，以“重劳人”为由停

罢。⑨ 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是王安石变法中赋役改革的重点，来源于千步方田法，至元丰八年（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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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共清丈了京东、河北、河东、陕西和开封府五路田土，随即因遭到包括“富民”在内的各方势力

反对而罢止。募役法则规定应役民户可向官府交纳免役钱，由官府雇募充役，从而减免各种职役，募

役法的受益者主要是“富民”阶层。可以说，以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为主的赋役改革，其实就是国家

和“富民”阶层进行博弈的反映。南宋推排经界，既是方田均税法的延续，又将之往前大大推进一步。

经界法丈量田土与置造砧基簿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核实田土和均平赋税，主要对象仍是占有大量田

土的“富民”阶层。元代“政令疏阔”，赋税征收等制度规定基本沿袭宋、金旧制，对“富民”阶层的赋

税利益之争尚未进行调整即亡。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一方面迁徙富户，打击豪横富民，同时鼓励移民垦田，完全继承了南宋

经界法丈量田土与编制鱼鳞图册的做法，以均平赋税；另一方面则任用富民为粮长，实施“以良民治

良民”的方针，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至正统、成化以后，随着新的社会贫富分化愈演愈

烈，赋税不均问题也随之凸显。嘉靖时，朝廷不得不再次进行清丈田土等改革，但遭到富民官绅的强

烈反对，很多地方官员只能敷衍了事。万历年间，由于大学士张居正的强力推动，各地官员才重新认

真丈量田土，并于万历十年（1582 年）基本完成全国田土清丈工作，均平赋税取得了较好成效。此
外，张居正在进一步总结各地官员赋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的赋役制度，即“一

条鞭法”。“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

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

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①如果

说张居正清丈田土是官府针对“富民”逃避赋役行为进行的改革，那么“一条鞭法”则相反，赋役合

一、赋税折银简便了赋税征收程序，更有利于“富民”阶层的成长。事实也是如此，嘉靖、万历以后，社

会经济极为活跃，“富民”阶层的力量进一步扩张，这与“一条鞭法”的改革有很大关系。

清代立国，赋役政策基本沿袭明“一条鞭法”而来。“若其征之于民，因明一条鞭法。一条鞭法

者，以州县每岁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数，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至运输给募，官为支拨，而民不与，

其法不烦而易行。”②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顺治三年（1646 年），清廷确定以万历时赋役旧籍为准，取
消明末各种摊派和苛政暴敛。至顺治十四年（1657 年）编成《赋役全书》。康熙时，国家一方面继续
推行蠲免赋税钱粮政策，另一方面则不断劝导富民地主对佃农减租，以缓和社会矛盾。康熙五十一

年（1712 年），颁布诏令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康熙五十年（1711 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银限
额，额外滋生新丁，一律免收丁银。又于雍正时期在全国全面推行将徭役银归于赋税银，将人丁税并

入土地税的赋税改革，即“摊丁入亩”“摊丁入地”，并最终在乾隆初年全部完成。“摊丁入亩”改革的

完成，是自唐宋以来简化赋税征收环节、统一税制的最终完善，又为废除人身自由限制的编审制度创

造了条件，有利于加强地区、城乡联系，促进工商业的繁荣，进一步增强了“富民”阶层的力量。当然，

整顿吏治一直是宋元明清各朝赋役改革的重心之一。各朝赋役不均等问题，固然是“富民”阶层逃避

赋役的结果，但这一结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胥吏与豪横富民狼狈为奸、上下勾结，在籍

簿登录等环节弄虚作假，从而导致赋役不均愈演愈烈。一般来讲，国家为实现有效统治，对“富民”既

依靠，又利用；但为防止“富民”力量过于强大，也对其豪横行为进行限制和打击。这体现“富民”与

国家既有同一性，又有矛盾性。可以说，宋以来的改革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与“富民”的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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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大凡国家与“富民”的关系处理得好，社会就稳定；反之，社会则动荡不安。

另外，有两个问题需加以辨析。第一个问题是明清时代有无市民？不少学者认为明代出现了资

本主义萌芽，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市民或市民阶层。其实，如果认真甄别这

些学者引述的有关“市民”的资料就不难发现，这些以工商致富的所谓“市民”，并没有“市民”发展的

历史轨迹，其经营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行为等各方面，与我们所说的“富民”没有本质的区别。沟口

雄三在论述黄宗羲的重民思想时指出，黄宗羲主张自私自利的民：“所谓自私自利的民，当然是以这

些主张私的权益的广泛舆论为背景而居于其前列的民。再准确一点说，这个民不是所谓的一般民，

而是被当时视为有力量的、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地主阶层与它的伙伴都市工商业者，亦即富民阶层。

黄宗羲所说的为了万民的政治，就是为了这个富民阶层的政治。”①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分析和认识

是准确的。过去那种先判定明清有资本主义萌芽，进而必须找出与之呼应的市民阶层的思维模式，

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历史实际并不完全契合。

第二个问题是明清的“士绅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一些中外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社会上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士绅群体或士绅阶层，明清中国社会是一个“士绅社会”。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

士绅的来源和性质。据唐力行等人的研究，“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

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② 笔者以为，“士绅”虽拥有一定的政治

特权，但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拥有财富和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与“富民”阶层的特征是完全一致的。

将这个群体置于宋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中，我们会发现，从“富民”产生的那天起，这个群体就

一直在努力追求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明清时期，随着“富民”阶层的进一步壮大，相当一部分的

“富民”获得了不同的政治特权和社会地位，成为“富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士绅群体。所以，士

绅来源于“富民”，并由“富民”阶层的历史特征决定着其社会行为和地位、作用。当然，由于“士绅”

这个群体在当时社会中影响极大，将明清中国社会称之为“士绅社会”也是成立的。但应该注意到，

“士绅社会”与“富民社会”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士绅社会”是“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同

时也是最后阶段。③

由此可见，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富民社会”。明人

陈邦瞻称宋以来形成的社会到他所处时代，仍在持续且“未睹其极”，是非常有道理的。分析和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变迁，应突破断代史的局限，多做阶段史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不宜将宋元明清

的社会割裂开来，而应多做贯通性的阶段分析和研究，这样更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变迁的

趋势及基本规律。历史发展总是充满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对历史发展基本轨迹和基

本规律的探讨与揭示。探讨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正因如此，才能彰显历史学“通古今之变”的功能与作用。

三

将宋代置于宋元明清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过程中，我们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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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也会有新的认识。从长时段的发展来看，宋代确为中国古代的一大转折，所形成

的“富民社会”一直持续到明代乃至清中前期。换言之，宋代奠定了当时及之后元明清数代中国社会

的基本结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对宋代应予以充分重视。我们如果将视

野延及近代，会发现近代以来将社会各群体划分为五个阶级，正与宋代户等制度下五等户的划分有

着某种暗合。这说明，宋代形成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甚至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社会。有学者认为，

研究中国历史，“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① 这个结论值得重视。

从“富民社会”的视角来看，宋代社会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和平民化等显著特征。这既使宋代社

会明显区别于此前的汉唐社会，也赋予宋代社会新的活力。客观而言，“富民”阶层就是当时推动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存在着新的活力，宋代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居世界

领先地位，文化也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

当然，如何评价宋代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最令人困惑和争议的问题是，

既然宋代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军事上为什么打不过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

此，有学者从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作出分析，有学者认为宋朝其实是“积贫积弱”的。我们认为可

以从东亚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中分析。梁启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曾提出古代中国经历了“中国之中

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明显的阶段。② 之后在名为《五千年史势鸟瞰》的演讲中又进

一步提出四阶段的观点，认为中国先是中原的中国，中原的中国经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

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成为世

界的中国。③ 可以说，这基本勾勒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从东亚历史大格局来看，从唐代开

始，特别到了宋代，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普遍进入全盛时期，建立了辽、金、西夏等地方政

权，就连地处西南的少数民族，也先后建立了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可以说，东亚进入一个周边少数

民族普遍觉醒的时代。在此大背景下，以中原一个王朝政权，抵御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次次军事

进攻，即使经济和文化实力再强，也难以招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此否定宋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的成就。宋代形成的“富民社会”和它在经济、文化发展上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极为

重要的一页。

“双向转型”视野下的明代社会结构变迁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双向转型”这一概念，源于 21 世纪初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晚明社会变迁研
究”，当时研究的定位，是对晚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现象与社会结构重大变化进行探讨。

除了撰写绪论，笔者以“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为题，进行了研究视角的全面转换，探讨前贤未涉及

的白银货币化过程，认为晚明社会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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